
编者按 ：
由白云翔 、郑同修主编的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 （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 ”的结项成果 ，是一部集田野考古资料 、科技
考古分析和综合研究等多方面成果为一体的综合性考古研究报告 ， 也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手工业考古的综合
研究报告 ，由 40 余人组成的团队历时十年而完成 。 该项目立足学科前沿 ，运用先进的学科理念和方法 ，以系
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重点遗址发掘为基础 ，发现一大批有关制铁 、铸镜和铸钱等的重要遗迹和遗物 ，广
泛深入开展了以科技考古为重点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 。由此 ，对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金属冶铸手
工业的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 、历时性变迁以及制铁 、铸镜和铸钱等手工业的工艺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比较深入
的认识 ，极大地推进了整个东周秦汉时期金属冶铸手工业的研究 。 同时 ，作为城市手工业考古的一次积极探
索和实践 ，其理念和方法等 ，对今后我国城市手工业考古的进一步开展将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转引自 “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2020 年度重大科研成果简介 ” ） 。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史的建构与积累 ，所谓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 ” 。 基于此理念 ，本刊开辟了以人物
为主线的 “心路历程 薪火相传 ” “人物图像 ” “海外大家访谈 ” ；以事件和个案研究为主线的 “经典重读 ” “学海
泛舟 ” ；以理论和方法探讨为主线的 “文博讲坛 ” “知识考古 ” “域外视野 ”等专栏 ，经纬交织 ，置放于世界考古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力图构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图景 ，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史的
构建 。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 ，但由于中国特有
的历史人文背景 ，中国考古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脉络 ，其研究方法 、理论也拥有自己的特色 。 加强对
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 ，温故知新 ，总结经验与教训 ，是保证学科发展的有效的办法 。

新的理论家的创见都是生发于经典文本之内的 ，体系往往是苍白的 , 而文本之树常青 。 体系只有建立在
文本 , 尤其是经典文本的解读的基础之上 , 才是坚固而壮观的 。 基于此 ，本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的常怀颖对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予以学术史意义的解读 ，兹为记 ！

百工铸明镜 兢兢分秋毫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读后

常怀颖

西周中期齐献公杀胡公 ，迁薄姑至临淄 ，至公元
前 221 年齐灭，齐国都城一直在临淄未改变。 在长达

600 余年的时间内 ， 临淄始终是关东诸国中的大都
会。 在战国中晚期以后，甚至堪称为全国最繁华的大
都市。 《战国策·齐策》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
实……临淄之途 ，车毂击 ，人肩摩 ，连衽成帷 ，举袂成
幕 ，挥汗成雨 ；家敦而富 ，志高而扬 ”。 西汉至新莽时
期，临淄地位始终十分重要。汉初郡国并行，临淄城作
为齐郡郡治和齐王国的都城，城内先后设铁官、四市，
至武帝时 “临淄十万户 ，市租千金 ，人众殷富 ，钜于长

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 新莽时，临淄仍是著
名的工商业大都。 《汉书·食货志》中就说王莽“于长安
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
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临淄的辉煌 ，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地缘地位 ，更是
基于城内高度发达的各类手工业。临淄城内各类手工
业作坊密集 ，尤以冶铸作坊数量最多 ，金属手工业作
坊在临淄城中的重要性似乎是其他列国城址所不能
比拟的。临淄城以青铜冶铸、铁器生产和钱币、铜镜生
产为代表的可能具有商品性金属冶铸生产活动，是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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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尤其是东周时期列国都城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发达
的。从宏观布局看，各类冶铸作坊在大城和小城皆有。
但由于临淄城大部分冶铸生产遗迹前后沿用，战国时
期的冶铁遗址往往沿用春秋时期的铸铜遗址。在未发
掘前，对各作坊基本上都无法确定具体生产年代和产
品。

自 1930 年代开始 ， 考古学家就根据文献记载线
索开启了主动性的临淄田野考古工作。 在 80 多年的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对临淄城的手
工业遗存 ，有大致的总体性了解 ，甚至也曾试掘过个
别手工业作坊。但由于工作重点不同，直到本世纪初，
临淄城内仍然几乎没有任何一处手工业遗址进行过
系统发掘与综合分析。这不但影响了临淄城内手工业
生产的年代判断和产品分类，对城址功能区划的分析
也无法细化，更直接影响到对于东周至秦汉时期手工
业生产能力、工艺技术的整体考量。 这固然是临淄城
田野工作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 ，但更重要的是 ，长期
以来东周秦汉时期考古研究的视角，仍然集中在以夯
土建筑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之上，未转变到利用类似平
民居址、手工业生产资料等进行社会的描述与重建上
来。

进入 21 世纪后， 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模式开始进
入转型阶段，以精细化发掘、多学科介入联动研究，发
掘团队不仅限于某一个学术团体，是全国性考古工作
的大趋势。 在田野工作的变化背后，是学者从不同角
度开展的研究转型的学术支持。 这其中，对于手工业
生产的关注，尤其令人瞩目。 白云翔甚至将其提升凝
练到“对于以人类古代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研究为己任
的考古学来说，无论物质文化的研究还是精神文化的
研究， 无论是经济生活的研究还是社会生活的研究，
都离不开社会生产的研究， 都离不开手工业的研究”
的高度。

在这种学术思考逐渐取得共识的背景下 ，2011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 临淄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联合组成项目组，
以 “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 ”设立
专项学术课题，以临淄城的冶铸生产为切入口进行个
案研究。 该项目在大范围调查的基础上，以阚家寨地
点为中心，进行了四个年度的田野工作和五个年度的
整理工作。 这是临淄城考古工作目的明确，多学科合
作最为充分、 参与人员较多的一次工作 。 至 2020 年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由
科学出版社编校出版，系统公布了这一工作的过程与
成果。 从资料的刊布系统、翔实程度，报道形式看，该
报告有显著的创新和特点，对中国手工业遗存的考古
工作、资料刊布和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报告 》分为三编 ，上编为田野调查 、勘探和发掘
报告 ，分七章叙述临淄齐故城的冶铸遗址调查 、阚家
寨遗址的调查与勘探 、阚家寨遗址 B 区的发掘 、东门

村遗址的试掘以及齐故城新征集镜范与其他陶范的
报告 。 中编是对所获遗存的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修
复、模拟实验的 26 篇报告。 下编则以综合研究方式，
将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分析结论进行拟合，讨论临淄
齐故城金属冶铸手工业遗存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从这
一结构设计来看，《报告》编著的目标并非局限于资料
的刊布 ，而是将目标设定为田野考古 、科技分析和综
合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性报告。

上编田野发掘报告，编写团队采用的体例是一种
介于 “举例体 ”和 “全面公布的分述体 ”之间的方式 。
《报告》对绝大多数遗迹都进行了介绍，但遗迹与遗物
分述 ，并未将遗物回归出土单位 ，按单位叙述埋藏背
景与组合，而是采用分类叙述的方式。

但需要强调的是，相较于大多数田野考古报告的
举例方式 ，《报告 》 近乎完整地刊布了调查与发掘资
料。 对各发掘地点的大部分遗迹，《报告》基本上逐一
介绍，这在东周时期手工业遗存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中，尚属首次。除了发掘所获的遗迹与遗物外，《报告》
还将调查期间的采集遗物较全面地公布。

更值得称道的是，《报告》对调查期间与勘探期间
的绝大多数钻探资料一并给予了全面公布，精细到每
一个探孔的报告方式，是中国考古学田野报告编写历
史上的一次创举。 这些内容，让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
发掘片区以外地点的堆积状况，对不同区域遗存的时
代和功能有初步判断的线索。 这些信息，为复原齐故
城内的遗存分布情况和城市功能格局大有裨益。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于不同类型发掘遗物
的刊布范围、程度与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对非常见类
型的遗存是否应该全面公布，学术界一直在探讨。 中
国考古学家们曾多次发掘手工业遗存，但既往的资料
刊布过程中，由于经费、发掘周期的长短、发掘程度的
精细与否，因历史局限，而失之过简。由于手工业生产
活动会因产品和工艺的差别而遗留相应较特别的遗
存 ，如果不相对全面地刊布资料 ，很可能会因发掘者
知识体系的局限，遗漏当时难以准确判断功能的遗迹
和难以定名的器物，甚至会因误认而对部分遗存未进
行特别描述。 宏观来看，冶铸手工业生产是先秦时期
分工程度 、工艺流程最为复杂的门类 ，在进入战国时
期后又因为产品的商业化生产，而使其专业化程度和
产品种类达到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高峰。以临淄城的
冶铸产品生产为个案， 可见同时期冶铸生产之一斑。
因此，《报告》系统刊布全部资料，是有必要的，也是目
前学术界所缺乏的，堪称中国首部古代城市手工业多
学科综合研究报告，同时也足堪为铸造生产田野考古
工作研究性报告的范例。

作为考古报告 ，在遗存分述之外 ，对遗存的整体
情况和多方面的特征作一概述，使得读者不必自己梳
理统计，即可了解发掘所获遗存之概貌，是有必要的。
《报告》在这一方面有较细致的工作。由于发掘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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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对遗存的认识较之读者往往
更为直观全面，从亲历者的角度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看
法，往往是体现报告整理者“研究性”的表现。 《报告》
在整理过程中 ，对土质土色的描述 ，对遗物的类型学
研究是有统一考虑的，描述的方式和遗物的分类秉持
了统一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报告》的资料刊布能够
做到统计数量的精准。 这一方式，在尽量多地公布遗
迹、遗物的标本的配合下，大大方便了读者。

《报告》的图像资料的绘制也值得称道。 《报告》线
图绘制精细 ，对陶器内壁的麻点 、手制印痕都进行了
细致表达， 甚至对残鬲足也有较准确和细致的绘图，
从中可以知道发掘或调查区域曾经有过的不同时代
的遗存。 这非常类似于通过晚期单位中的早期陶片，
知道该区域的时代沿革。 对冶铸遗存常见的磨石、鼓
风管、各类陶范、锈蚀严重的铁器等遗物，《报告》的线
图绘制皆根据其特点和质感的差异，选用不同的线条
或点表现质感 。 对瓦件的图像表现形式选择上 ，《报
告》 采用拓片直观表现器表绳纹和内壁衬垫痕迹，这
种考量足见编写者已经注意到瓦件差异所蕴含的学
术问题，因此从表现形式用最直观的方式予以精确表
现。 上述图像的种种细节，足见编者用心。

问题导向下的精细发掘和报告撰写是突破报告
编写机械化 、套路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将考古工作推
向深入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发掘报告的“研究
性 ”是发掘整理者问题意识的体现 ，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资料刊布的角度和方式。

《报告 》 中编 26 篇研究报告大体可以分作两部
分。一部分是直接针对田野调查与发掘的技术性支持
与发掘所获非冶铸遗存的分析，这些研究检测报告包
括物探、碳十四测年、发掘所获人骨检测鉴定、人骨碳
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动植物分析检测 、发掘所获的蛋
壳蛋白质组学分析、木炭的分析、土壤及残留物检测、
出土纺织品分析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针对阚家寨等
地点的冶铸遗存所进行的相关遗存的检测，包括铸镜
作坊砂样 、镜范及相关土样的成分与岩相分析 、镜范
的热膨胀与烧成温度 、镜范植硅体的分析 、临淄出土
铜镜和其他铜器的检测分析 、石范的微痕分析 、齐故
城冶铁遗物的分析检测，也包括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
实验报告、三维重建、出土铜釜的修复报告等。

《报告》的这些综合研究，虽然与既往对铜镜和战
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铸造遗存的综合研究以及分析检
测结果并无太特异之处。 但必须强调，这些多学科分
析是在临淄齐故城的战国晚期以降，传统被认为的历
史时期考古遗址展开的。近 20 年来，多学科综合分析
研究共用于同一遗址，从多个角度复原遗址的社会发
展水平和遗址使用者生活的方方面面情况，是学科发
展的大趋势。但这些综合研究大部分是在新石器时代
的考古遗址中展开， 少量使用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
极少有对历史时期遗址的多学科分析研究。这其中固

然有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大多集中在城址 、宫殿 、庙宇
等大型建筑居址和墓地，极少有与一般人群日常生活
相关或生产的遗存，因此尝试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效果
往往不佳，更无法全面分析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部分
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者关注重点，也多不在基层社会
的面貌复原之上。 阚家寨地点铸造作坊的发掘，在相
关铸造遗存的专项分析之外，却试图尝试通过多学科
综合研究讨论铸造生产者的日常生活和劳作生产细
节。 无疑是将单纯的生产技术分析，扩展到与之相关
的人，探索了历史时期田野考古发掘从物到人的研究
道路。

报告的部分科技分析， 类似对浮选植物遗存 、镜
范的材料与岩相， 出土与采集铜镜的成分分析等，都
采用不同单位与研究者分头进行。有的样品甚至采用
“一件样品锯割分为多块由不同学术团队进行检测分
析研究”的方式，比较不同学术团队的研究结果，进而
获得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 颇有随机分配样品进行
“盲测”互校考量的研究趋向。 比如，关于镜范样品的
分析检测和研究， 由于有的学者对以往的检测结果，
如羼合料等材质 、烧成温度 、使用状况等多有不同看
法， 而不同学术团队的视角和技术手段有所不同，同
一样品在不同科技分析团队的检测下，很可能得出未
曾预想的分析结果。虽然本次科技分析的很多研究成
果基本一致，但由不同的团队对同一类别的遗存进行
研究，以便不同团队研究结果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
补充，是极富胆略的学术实践。

《报告》下编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分别对齐故城阚
家寨地点的年代和性质、临淄齐故城的金属铸造业整
体情况、钱币铸造业、铜镜铸造技术、铁器工业进行了
综合分析。 以认识总结的形式，将阚家寨地点的个案
分析延伸到临淄冶铸业。 从篇章布局和研究角度看，
无疑是以点带面的方式，也起到了全书的收束作用。

虽然发掘面积不大，未能完整地揭露阚家寨地点
战国时期高等级建筑 、西汉时期铸镜作坊 、冶铁作坊
或新莽时期的铸钱作坊，从聚落的布局或作坊的功能
区空间分布研究，无疑是有遗憾的。 但从项目的设定
而言，搞清了阚家寨发掘地点的聚落性质和历时性变
化，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项目的预期设定。 而《报告》
下编的综合研究， 甚至已经超出了阚家寨本次发掘。
无论是临淄城钱币铸造业 、 铸镜业和铁器工业的生
产 ，研究者的视角多是从阚家寨的发掘出发 ，全面整
合了临淄城的相关资料，将发掘所获的陶范与既往考
古所见的冶铸产品相对比，视角已经触及到临淄金属
冶铸业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历时性变迁的问题。可
以说 ，这样有自身发掘材料反视既往发掘资料 ，并以
科技考古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更大程度获取信息的综
合研究方式， 不但起到了串联考古发掘资料的作用，
也在更大的学术视野下 ，启发后续的工作 ，提升资料
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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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所反映出的工作理念 、工作方式 、团队组
合和相关研究的展现形式， 无疑与 《二里头 （1999~
2006）》和 《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
2007 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十分接近。 三部报告皆以
田野工作为中心，以遗存的系统整理与相对全面的公
布为目标 ，集中不同学科的分析优势 ，解决所处理对
象的社会问题。 从《报告》的最终展现来看，项目的策
划者和工作的具体实施者 、 多学科研究团队的合作
者 ，无疑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 ，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
入 ，显示了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提取遗存信息 ，在历史
时期遗址中具有巨大的学术前景。

作为冶铸遗存，《报告》 无疑需要探索新的编写、
公布模式和观察视角，若与既往已经出版的同类田野
发掘资料相比，《报告》尽可能全面公布资料的取向和
多学科团队分析方式，无疑已经全面超过了既往的同
类著作。

综上 ，因为田野工作细致深入 ，主持者又不吝经
费和精力 ，系统地刊布了这样一大批性质确定 、年代
关键的铸镜 、铸钱和铸铁遗存资料 ，提供了大量翔实
珍贵的信息，在多个方面增进了对战国秦汉时期大规
模消费型日用铜器的生产及背后生产者的全方位认
识。 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这批资料无疑还将持续增
进对相关问题乃至齐临淄社会的认识。

任何著述都不会尽善尽美 ，《报告 》 资料公布全
面、翔实，意义重大，但也有一些需要指出的问题。

首先，《报告》从第三章至第五章集中刊布阚家寨
遗址 B 区的发掘资料，但不同地点的差别是因工作的
年度和团队的分工所决定的。所出的遗物亦采取了统
一的标准进行类型学分析和描述。不同的三个地点间
最大直线距离不超过 150 米。 由于发掘区临近、所获
遗物性质 、年代相近 ，因此对于发掘遗存的分期或年
代学研究 ，本可以统一进行 ，而不用在每一章所讨论
的区域单独进行。如果能有一章总结三处地点的共性
问题 ，不但会使 《报告 》的篇章设置更具逻辑性 ，也能
减少内容的重复或不协调。但《报告》目前的处理方式
使性质相同的几章内容在设置上并不太统一。 《报告》
第三章第五节的小结中设置了 “地层堆积的年代 ”、
“发掘区中部主要遗迹的性质和年代 ”、“中西部主要
遗迹的性质和年代”等部分，还专设一部分讨论“地层
及遗迹所反映的历史发展情况”。 但在第四章 B 区 II
地点的小结设置的内容却分别为：“年代与分期”、“战
国晚期铁工场遗存及铸铜遗存”、“秦至西汉早期的铸
镜作坊及其他铸铜遗存”。第五章 B 区 III 地点的章节
小结中又改变为 “分期与年代 ”、“初步认识 ”两部分 。
从全书的整体性角度看，这样的讨论方式显然不太统
一 ，分析深入程度也有差别 ，更不便于读者获得阚家
寨地点的整体印象 ，似乎如能设置单独章节 ，全面总
结阚家寨发掘地点的相关内容效果会更好。

其次 ，《报告 》的多学科分析十分全面 ，但对于分

析检测如何更加妥善、有效，以及样品如何分配，有值
得推敲之处。虽然不同科技分析团队的“盲测”互校会
检验猜想的正确与否，也可以不同的研究取向探查分
析的诸种可能。 但每一种抉择必如硬币之两面。 由于
田野考古工作时所划分的分区 ，只是工作区域 ，并非
反映当时阚家寨铸镜作坊的不同主观功能区，成分分
析亦无法完全替代对工艺流程的细节描述。 因此，进
行多学科分析时，如能整合样品，统一分析，进而将多
学科分析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将更有利于对同一问题
或同一类材料的深入探讨。对于不同分区同类样品的
分头检测 ，会让检测的结论进一步 “碎片化 ”，也会增
加统计分析的难度。

第三 ，从理论上讲 ，多学科分析是为某一学术目
标的而共同服务的。 从这个角度讲，多学科的分析选
择的科目实际并无定式。 除了常规的年代学、动植物
分析和材料学分析之外，应该针对不同性质的遗迹设
计有针对性的分析检测，并根据检测需要组建研究团
队。 《报告》的多学科分析检测，基本上涵盖了常规检
测项目和大多数冶铸遗存常用的分析检测方法。但对
于浮选时的重浮物，却未设计相应的多学科研究。 对
冶铸过程中形成的微小 “渣 ”、“粒 ”的分析 ，在我国冶
金考古领域研究十分薄弱 ， 样品的定量统计研究更
少 。 虽然重浮物分析难度较大 ，也更加耗时 ，但如果
《报告》能对这一类遗物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甚至
选取一部分单位的浮选样品进行分析，都将大大推动
该问题的研究。

报告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如有的遗迹平
剖面图为平面与剖面，有的却是剖视，并不十分统一。
个别遗迹图， 如图 5-12 存在剖点标识不明， 平面未
表现的遗迹在剖面中出现等问题。 第三章将陶器、瓦
当以外的所有出土遗物共同在一张统计表中统计列
表 ，但第四 、第五章却分开列表统计铁器 、铜器和骨 、
角、玉器，前后的表现方式不太统一。 同时，对于陶范
的观察和线图表现还有一些疏漏，忽略了外范侧面的
观察，对双合范和空腔器物外范的合范定位线或有无
捆扎槽都未有详细观察与介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淄阚家寨地点铸造作坊的发
掘与多学科研究是探索三代乃至秦汉时期手工业生
产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都城手工业考古的
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其工作理念、研究细节，必将为
后续同类工作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若干报告编写的
疏失 ，在孜孜十年工作探求 ，斐然成果之前 ，已属末
节。 上文对田野工作和资料刊布的苛求，也是对解决
重要学术问题的期盼。期待在后续的资料刊布和新的
考古工作中继续关注上述问题，深入推进手工业考古
的相关研究，进而更加细致地推进古代社会运行和发
展的描述性认识工作。

（责任编辑：赵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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